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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基于云南大学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OCEES）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南

亚东南亚地区的中资企业生产自动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企业生产自动

化使得企业绩效不增反降，一系列检验表明该结论仍然稳健。产生该结果的原因之一在

于生产自动化会引致企业的人力资本错配，而企业受到来自东道国的政府管制和市场规

制等约束会加剧生产自动化带来的错配现象。另外，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东

道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度质量与来源国劣势程度之间，以及企业不同的所属行业、

母公司情况以及所在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异质性。以上负面效应可以通过员工培训、企业

社会责任履行以及其他福利的改善等措施予以减缓。本文有助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进行事前风险预警，并有效避免企业绩效遭受技术冲击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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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投资目的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Dreher等，

2021）［1］，体现了互惠共生发展的理念（申远，2019）［2］。同时，该倡议也创造了新的投资空间（杨飞虎和

晏朝飞，2015）［3］，使中国由被投资国逐渐发展为对外投资的国家。但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声音从未

消失，一方面，美国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共建国家的 5G应用等技术经济活动纳入地缘政治范畴

（杨丹辉等，2024）［4］；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追逐企业利润的过程中会引致东道国劳动力

标准的逐底竞争（Isaksson和 Kotsadam，2018）［5］。加之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及作为

“外来者”面临系列规制约束，中国企业与东道国劳工的矛盾和冲突频发，劳工问题凸显（石美遐等，

2020）［6］，直接影响着企业绩效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囿于数据限制，现有关于中国企业在投资国发

展的研究，多为理论探讨和定性分析，本文认为有必要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作为“外来者”的中国企业

在投资国的企业绩效问题，为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惠共生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中国企业尝试多种方式以提高企业绩效。首先，部分企业会选择雇佣更有效率的当地员工，

但投资目的国的人力资本现状使得这一方式效率较低。具体地，世界银行公布的 2019 年人力资本

指数显示，本文涉及的 1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除了新加坡高于中国，越南与中国持平，其他

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均低于中国。其次，企业还会选择雇佣更有效率的外籍员工或中国员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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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会加深东道国公民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看法（Fei，2021）［7］。因此，早年出海企业

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与传统产业进行融合，以期提升企业效率（詹晓宁和欧阳永福，2018）［8］。

FDI带来的先进技术转移能否对企业绩效带来提升作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技术吸收能力

（姜雨和沈志渔，2012）［9］。早些年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同样的技术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之

一便是国家间的要素禀赋差异（Acemoglu和 Zilibotti，2001）［10］。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决定技术吸收能力

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不同国家要素禀赋差异的主要体现（Basu和 Weil，1998）［11］。也就是说，一国引入

了先进技术但未达到预期绩效，不一定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自身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无法实

现与技术的适配。同时，技术升级对劳动力技能提出新需求，现存人力资本相对而言遭到贬值（Galor和
Moav，2002）［12］，可能会加大人力资本与技术的适配难度。不同于国内企业，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中国企业面临差异化的政府管制和劳动力市场规制，由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有损企业绩

效。尤其规制约束使企业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劳动力的快速迭代以应对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时，

企业内人力资本与技术的错配程度将会加大，这将无助于发挥先进技术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

在企业转型升级逐渐成为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探讨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自

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互惠共生。本文的

边际贡献有如下几方面：第一，丰富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

匹配效应及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将人力资本错配纳入分析框架，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

揭示了超越投资目的国发展阶段的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第二，新增不同情境下生

产自动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经验证据。从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规制约束入手，提供

了不同投资环境下企业生产自动化降低企业绩效的可能性解释。第三，综合考量利益相关者需

求，多角度寻找企业绩效的提升策略。从内部员工能力提升、外部社会责任履行及企业品牌建设

的角度，探讨缓解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负向影响的可行方案。本文着眼于中国企业在南亚

东南亚地区遇到的难题，基于独特的一手调查数据，分析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针对性寻找改进策略，对推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文献综述

（1）企业生产自动化与企业绩效。现有研究较少直接聚焦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企业生产自动化是技术升级的直接表现形式之一。与本文联系最密切的一支文献是技术升

级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但尚缺乏统一的结论，经验研究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Zouari 等，

2021）［13］。定性研究倾向于技术升级能够实现生产标准化与个性化之间的转化（吴义爽等，

2016）［14］，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李海舰等，2014）［15］。由于研究对象和样本区间等因素的差异，

定量研究尚无统一的结论。先进的技术会给企业经营的生产方式、供应链结构等方面带来颠覆式

变化（张吉昌和龙静，2022）［16］，甚至有学者认为跟不上技术发展趋势的企业将会被淘汰（Garay-
Rondero 等，2020）［17］。Kromann 等（2020）［18］利用九个国家的行业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发现自动

化会显著提升企业产出。还有学者分别从采购阶段（Kosmol 等，2019）［19］、生产阶段（Tziantopoulos
等，2019）［20］以及销售阶段（Li，2020）［21］验证了先进技术对企业生产的赋能效应。管理赋能和创新

赋能是先进技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途径（刘海建等，2023）［22］。除此之外，技术升级还可能通过

提高信息传递质量（祁怀锦等，2020）［23］和促进要素流动（沈国兵和袁征宇，2020）［24］等途径提升企

业绩效。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吴溪等，2017）［25］，具体地，主要从成本角度（余江等，2017［26］；

Dolgui 和 Ivanov，2022［27］）、竞争优势角度（Bhattacharya 和 Chatterjee，2022）［28］以及风险角度（Wu 等，

2016）［29］证明了技术升级很难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针对这类研究，杨德明和刘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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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0］认为，成本领先并不是技术影响企业绩效的主要途径；而何帆和刘红霞（2019）［31］认为，样

本考察期较短且没有很好地区分互联网与数字化变革的含义是现有研究得出技术升级无助于企

业绩效提升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关于企业技术升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还存在较

大争议。企业生产自动化具备技术升级的属性，增加企业生产自动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经验研究

可以更加明晰技术升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2）企业生产自动化、人力资本错配与企业绩效。以上研究表明，企业生产自动化可以通过多种

渠道影响企业绩效，对此 Li和 Jia（2018）［32］认为，新兴技术需要借助资源编排才能发挥其对企业绩效

的提升作用。新兴技术对企业生产的影响效应存在人力资本门槛（孙忠娟等，2023）［33］。也就是说，

人力资本水平需要能够满足技术需求，生产自动化才能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编排，从而发挥对企业

绩效的促进作用。由于错配状态下企业的实际产出与最优配置水平时的产出存在偏差（马颖等，

2018）［34］，人力资本错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Ghaly等，2020）［35］。有研究表明，工资过高或者

过度雇佣均会带来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36］。企业生产自动化会加大对高

学历劳动力或者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邵文波等，2018［37］；孙早和侯玉琳，2019［38］），同时，人力资本水

平对可以选择的技术存在限制作用（姜雨和沈志渔，2012）［9］。高技能劳动力与技术之间的高适配性

使其能够更快适应生产自动化带来的生产方式与流程的变革（何小钢等，2019）［39］。而企业在人力资

本水平有限的条件下，现存劳动力无法满足生产自动化产生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使得企业陷入人

力资本错配的状态。因此，本文认为，人力资本错配是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渠道。

（3）企业生产自动化、规制约束与人力资本错配。由于人力资本与技术之间的互补性，企业需

要在生产自动化过程中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以提升劳动力与技术的适配性（汪淼军等，2007）［40］。

这一过程中，劳动力成本黏性的存在使得企业面临人力资本水平调整成本的增加（杨德明和赵璨，

2016）［41］。对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而言，东道国的经济发达程度有所差异，且法

律体系多元，中国企业若按照在国内的惯常方式处理劳工问题，可能会遭到东道国法律制裁。因

此，本文认为，企业面临的来自东道国政府或市场的规制约束可能会延长企业生产自动化过程中的

人力资本迭代周期，从而加剧企业生产自动化引起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

2.理论分析

作为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属性，要素替代弹性反映了，当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动

时，生产要素投入量是如何随之变化的。恒定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简称 CES）
假设进一步对生产可能性形式施加限制，为生产者提供了如何在不同生产模式之间转换的思路。

CES 生产函数基本形式如下①：

Y = [ ]αAK ρ + ( )1 - α Lρ
1
ρ （1）

其中，Y为总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力，或技术进步率②；K、L为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入；α为要

素份额；σ = 1 ( )1 - ρ 。根据 σ的取值范围，可以得到 CES 生产函数的三种经常被使用的特殊形

式，即柯布-道格拉斯、线性和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如果 σ = 1，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 =
AK α L1-α；如果 σ趋近于正无穷，为线性生产函数，Y = αAK + ( )1 - α L；如果 σ趋近于 0，为里昂惕夫

生产函数，Y = min[ ](αAK，( )1 - α L ) 。

以上三种生产函数具有各自的适用情境。线性生产函数通常用于描述较为简单、直接的投

①　其更一般的公式为 Y = [ ]αAK ρ + ( )1 - α Lρ
v
ρ。其中，v反映了生产函数的同次性程度。当 v = 1 时，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

变；当 v < 1 时，规模报酬递减；当 v > 1 时，规模报酬递增。本文仅考察 v = 1，即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

②　为体现生产自动化对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本文使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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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产出关系，但可能不适用描述复杂或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与经济关系。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应用较为广泛，较多应用于比较成熟的产业。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较多适用新兴的前沿产业，这

类产业生产过程往往受到特定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技术条件决定了投入要素之间必须按照固定

的比例进行组合，才能实现有效生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能够描述此类生产关系，有助于企业制

订资源配置方案、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背景下，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更符合里

昂惕夫生产函数的设定。其一，技术先进性。生产自动化是前沿产业的重要特征，代表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投资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其二，市场需求与趋势。“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选择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自动化投资符合市场增长的趋势和需求。其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从

长期效益来看，生产自动化可能会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和更强竞争力，是前沿产业的重要特征。

其四，生产要素组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但技术人才相对稀缺且技能

水平参差不齐，意味着当地员工的技能可能无法满足企业生产自动化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

种情况下，企业生产由自动化设备和劳动力两者中的“短板”决定。基于理论和现实分析，投资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具有里昂惕夫生产函数的特征，因此，本文将在该生

产函数的基础上分析生产自动化背景下企业绩效的变化。假设企业生产遵循里昂惕夫生产函数

的形式，在这一函数下，每一个产量水平上任何一对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例都是固定的，该生产函

数隐含的含义是产量由劳动和资本中相对投入较小的一项决定。

首先，考虑在生产自动化前，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1 = min[ ]αK，(1 - α ) L ，0 < α < 1 （2）
其中，Y1 表示企业生产自动化前的产量；K和 L分别表示企业引入自动化之前资本和劳动的投入

量；α与 1 - α为生产要素的投入份额参数，表示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固定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份额。

此时，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1 = PY1 - R 1K - W 1 L （3）
其中，π1 为企业利润；P为最终产品价格，标准化为 1 单位；R 1 及 W 1 为资本租金率及劳动报酬

率。考虑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一般均衡状态下，根据完全耗尽定理，企业利润为 0。此时，R 1 =
α
Y1
K

，W 1 = (1 - α ) Y1
L
。根据 Y1 = αK * = (1 - α ) L*，企业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条件满足：

L* = α
1 - α K * （4）

然后，考虑企业生产自动化后，生产函数变为：

 Y2 = min[ ]βAE，( )1 - β H ，0 < β < 1，A > 1 （5）
企业生产自动化体现在资本（如生产设备的更新等）的变化。其中，H代表企业生产自动化

后的劳动力投入，本文以人力资本水平表示；E表示企业生产自动化对应的资本水平；A＞1 表示

生产自动化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增加；β与 1 - β表示引入生产自动化后，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

要的固定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份额。由于引入生产自动化后，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份额比例通常会

提高，即 β > α。

此时，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2 = Y2 - R 2E - W 2H （6）
其中，R 2 及 W 2 为资本租金率及劳动报酬率。同理，在一般均衡状态下，R 2 = β Y2

E
，W 2 = (1 -

β ) Y2
H

。根据  Y2 = βAE * = (1 - β )H *，企业的最优资源配置条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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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 β
1 - β AE * （7）

情境 1：生产自动化初期，对员工进行相关培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企业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的

快速迭代。生产自动化之后的总有效劳动将小于生产自动化之前，企业受到人力资本水平限制，

技术进步带来的产量增加无法得到体现。接下来的命题总结了生产自动化前后企业产量的变化。

命题 1：当 H * < L* 时，Y *
2 < Y *

1 。

证明：H * < L*，即
β

1 - β AE * < α
1 - α K *。

Y *
2 = βAE * = β 1 - β

1 - β AE * < β 1 - α
1 - β AE * = ( )1 - α β

1 - β AE * < ( )1 - α α
1 - α K * = αK * = Y *

1 ，即

Y *
2 < Y *

1 。命题得证。

人力资本水平无法匹配资本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会导致企业生产自动化之后的产出有所下

降。即便如此，出于对长期效益、市场竞争力以及技术趋势的考虑，企业仍可能选择生产自动化。

这将为企业带来一系列挑战：第一，生产效率下降。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生产自动化的要求时，员

工可能无法熟练操作自动化设备，直接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从而影响产出。第二，技术利用不充

分。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足，缺乏高技能的操作人员和维修团队，设备将无法充分发挥技术优

势，从而影响产出（Song 等，2023）［42］。第三，成本增加。为弥补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企业可能需

要投入更多的培训资源来提升员工技能。以上挑战均可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情境 1 分析，提出假设：

H1：企业生产自动化会导致企业的人力资本错配，从而降低企业绩效。

情境2：外部约束的存在会显著提高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的工资成本，导致总有效

劳动的进一步降低，进而影响企业产量。接下来的命题总结了存在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企业产量的变化。

命题 2：在约束条件 W̄ > W 2 下， Y **
2 < Y *

2 。

证明：W 2 = ( )1 - β Y2
H

，W̄ > W *
2 ，在 Y2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H ** < H *。而由于 Y *

2 随着 H * 的降低而

降低，因此 Y **
2 < Y *

2 。命题得证。

外部约束对工资成本的影响如下：第一，政策法规限制。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外资企业的用工

政策有严格的限制，例如最低工资标准。这类政策会直接导致企业的工资成本上升。第二，劳动

力市场供需关系。例如，部分国家通过限制外国劳动力的流入来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

力供给减少，工资水平上升。以上外部约束导致的工资成本上升会直接提高企业的总成本。而成

本增加可能会产生资金压力或促使企业调整生产计划，这类调整通常会直接导致绩效的下降。

基于情境 2 分析，提出假设：

H2：企业受到的规制约束会加剧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内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效应。

以上分析一方面表明，企业生产自动化有可能导致人力资本错配的问题。企业生产自动化的

引入往往要求员工具备新的技能和知识，以适应新的生产环境。如果企业未能及时对现有员工进

行必要的培训和技能升级，或者新招聘的员工技能与生产自动化系统不匹配，就会出现人力资本

错配的情况，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表明，规制约束可能加剧生产自动化对人

力资本错配的影响。例如，劳动保护政策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和标准，不

利于企业根据自动化生产需求对人员进行动态调整。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3：企业生产自动化将会降低企业绩效。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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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 研究设计

1.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数据

本 文 基 础 数 据 为 云 南 大 学 海 外 中 国 企 业 与 员 工 调 查（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Survey，OCEES）数据（2018-2019），该数据以 2018 年 7 月 4 日商务部公布的境外中国企

业投资备案数为样本框，以 10% 的精度采取多阶段抽样①的方式进行调查抽样，共访问 18 个国家

的 861 家企业，剔除无效样本得到 839 个企业样本。考虑到东盟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也是中

国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本文选取南亚东南亚两个地区共 12 个国家②的 456 家企业作为

研究对象，探讨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中，

本文重点使用的企业调查内容包括企业技术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状态、企业招聘情况等方面。

2.变量说明

（1）核心解释变量：企业生产自动化。本文根据企业是否引入自动化或智能化机器设备衡量

企业生产自动化，将引入的企业赋值为 1，未引入的企业赋值为 0。同时，为明晰企业不同阶段生产

自动化的影响效应差异，还将区分“仅引入自动化机器设备”和“是否引入智能化机器设备”。另

外，计算调研时点与最近一次生产自动化引入时点之间的时间差作为企业最近一次生产自动化的

时长，用于分析企业生产自动化的动态效应，将未引入的企业赋值为 0。
（2）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由于财务数据较难获得，而且在跨行业的研究中并不具备可比

性，本文结合企业利润和劳动力成本变化综合评估企业绩效。具体地，将企业利润变化（减少、不

变和增加）与企业劳动力成本变化（增加、不变和减少）进行交互，得到六分类变量作为企业绩效的

代理变量，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绩效越高。

（3）其他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相关研究，本文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是否有中国

母公司、企业的雇佣本地化水平及东道国员工技能结构，其中企业规模用企业总人数取对数来表

示，企业所有制和母公司情况均为虚拟变量。雇佣本地化水平通过东道国员工占企业总人数的比

例来表示，东道国员工技能结构通过计算东道国员工内大学及以上学历人数与东道国员工总人数

的比值得到。另外，本文还将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

（4）机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错配和规制约束两类变量。由研究假设可知投资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会导致人力资本错配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其中企业受到各种规制

的影响强度起到重要调节作用。本文采用企业招聘面临的“求职者是否缺乏技能”和“求职者期望

薪酬是否超出企业能力”两种情况③作为企业招聘过程中人力资本错配的代理变量，二者均为 0-1
变量。采用“是否存在员工因缺乏技能而被迫离职”和“是否存在员工因绩效太差而被迫离职”两

种情况作为企业现有员工人力资本错配的代理变量，均为 0-1 变量。采用“政府管制对企业生产经

营的妨碍程度”“市场规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企业在劳动雇佣方面的自主决策程度”以

①　第一阶段采取分层抽样，第二阶段采取配额抽样。

②　12 个国家为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

③　分别表示“企业雇佣到的劳动力缺乏工作所需技能”和“企业支付薪酬能力难以雇佣到企业需要的劳动力”两种错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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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在新增投资方面的自主决策程度”反映企业受到的规制约束，其中妨碍程度越低或企业具

有完全自主决策权表明企业受到外界的规制约束更少。

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及具体测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测量

变量符号

LP

Auto

Auto_year

lnxo
Ind

State‑Owned
Parent‑C
Localization
High_educ
Match

Regulation

Train
Csr
Salary
Train_fre
Product

变量名称

企业绩效

企业生产自动化

最近一次生产自动化时长

企业总人数的对数

行业

企业所有制

中国母公司

雇佣本地化

东道国员工技能结构

人力资本错配

规制约束

职业技能培训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工资按时发放

培训频率

产品认可度

变量说明

六分类变量①。综合企业利润和企业劳动成本变化情况确定，1—6，值
越大表明企业绩效越高

引入过自动化或智能化机器赋值为 1，反之为 0
计算调研时点与最近一次生产自动化引入时点之间的时间差作为企业

最近一次生产自动化时长，为连续变量

通过对企业总人数取对数获得

工业企业赋值为 1，服务业企业赋值为 0
国有控股企业赋值为 1，反之为 0
有中国母公司赋值为 1，反之为 0
东道国员工人数占企业总人数的比例

东道国员工内大学及以上学历人数占东道国员工总人数的比例

包括企业招聘过程中的人力资本错配和企业现有员工的人力资本错配

采用“政府管制和市场规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和“企业在劳

动雇佣和新增投资方面的自主决策程度”代理

近一年是否对员工进行职业道德培训，培训过赋值为 1，反之为 0
近一年是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赋值为 1，反之为 0
近期是否按时发放工资，按时发放赋值为 1，反之为 0
企业近一年培训次数，为连续变量

产品在东道国的认可度，1—10，值越大表明认可度越高

3.模型设定

首先，分析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模型设定为：

LPeφc = α 0 + α 1autoeφc + α 2Ve + γφ + cc  + εeφc （8）
然后，分析人力资本错配的机制作用，模型设定为：

Matcheφc = β0 + β1autoeφc + β2Ve + γφ + cc + ϑeφc （9）
其中，LPeφc表示 c国家中行业 φ的 e企业的企业绩效；autoeφc表示企业是否选择生产自动化，Ve

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γφ 代表行业固定效应，cc 代表国家固定效应，εeφc 和 ϑeφc 表示随机扰动项。

Matcheφc表示企业的人力资本错配，采用企业招聘过程中存在的技能短缺和期望薪酬过高情况来表

示，具体对应的问题分别为“招聘中是否面临求职者缺乏工作所需技能情况”和“招聘中是否面临

求职者期望薪酬高出企业支付能力的情况”。

最后，采用交互项模型探讨规制限制对于企业生产自动化影响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

在式（9）的基础上，加入企业生产自动化与规制约束的交互项，考察规制约束在企业生产自动

化与人力资本错配之间的作用机制，得到式（10）：

Matcheφc = δ0 + δ1autoeφc + δ2 regulationeφc + δ3autoeφc × regulationeφc + δ4Ve + γφ + cc + εeφc （10）
式（10）中的下角标和其他变量的含义均与式（9）一致，本部分重点关注交互项系数 δ3的符号、大小和

显著性，其中 regulationeφc表示企业受到的规制约束，包括政府管制、市场规制以及企业的自主决策程度。

4.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研究样本中有 34.9% 的企业选择了自动化生

 ①　六分类变量对应的取值分别为：1=企业利润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2= 企业利润减少，劳动力成本不变；企业利润不

变，劳动力成本增加。3=企业利润减少，劳动力成本减少；企业利润增加，劳动力成本增加。4=企业利润不变，劳动力成本不变。

5=企业利润不变，劳动力成本减少；企业利润增加，劳动力成本不变。6=企业利润增加，劳动力成本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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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平均人数有 390 余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企业有 27000 名员工，最少的仅有 5 名员工。有

30% 的企业属于国有控股企业，60.5% 的企业有中国母公司。企业雇佣本地化水平平均达到

73.1%，即企业多半的员工为东道国劳动力。招聘过程存在技能短缺和期望薪资过高问题的企业

分别占比 72.1% 和 45.2%。由此可见，人力资本错配现象在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

业内较为普遍。另外，政府管制和市场规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存在不同程度的妨碍，对比而言，政

府管制为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的妨碍程度更高。最后，有 64.7% 的企业在雇佣员工方面具有绝对自

主决策权，而新增投资方面只有 41.7% 的企业具有绝对自主决策权。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LP
Auto

Auto_xg5a
Auto_xg5c

xo
State‑Owned
Parent‑C
Localization
High_educ

Ind
Skill‑lack
Wage‑high
GC_11
GC_12
GC_13
GC_14
GC_15
LMR_11
LMR_12
LMR_13
LMR_14
LMR_15
Labor‑d
Invest‑d

均值

2.518
0.349
0.333
0.083

392.114
0.300
0.605
0.731
0.316
0.432
0.721
0.452
0.292
0.307
0.173
0.145
0.083
0.336
0.303
0.154
0.169
0.039
0.647
0.417

标准差

1.023
0.477
0.472
0.277

1726.865
0.459
0.489
0.228
0.379
0.496
0.449
0.498
0.455
0.462
0.379
0.352
0.277
0.473
0.460
0.361
0.375
0.195
0.478
0.494

最小值

1
0
0
0
5
0
0

0.03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最大值

6
1
1
1

2700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四、 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3 列示了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列（1）和列（2）所示，企业生产自动化会显著降低企业绩效，

本文猜想可能是因为生产自动化增加了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身劳

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有限，导致技术吸收面临困境。加之东道国劳工法规管制，双重限制下企业无

法在短期内快速实现内部员工的迭代以适应自动化机器的需求，陷入“人机错配”困境。

表 3 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基准回归

Auto

Auto_year2

-0.561***

（0.187）
-0.421**

（0.198）
-0.359*

（0.199）
-0.454

（0.415）
0.068***

（0.019）

变量

企业绩效

生产自动化 生产自动化
生产自动化

（不包括智能化）
生产智能化 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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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_year

lnxo

State‑Owned

Parent‑C

Localization

High_educ

行业/国家

固定效应
伪 R2

样本量

否

0.0079
456

-0.094
（0.072）

-0.223
（0.249）

0.180
（0.232）

0.318
（0.422）

0.590**

（0.295）
是

0.0372
456

-0.099
（0.072）

-0.216
（0.249）

0.183
（0.232）

0.319
（0.424）

0.575*

（0.295）
是

0.0362
456

-0.111
（0.071）

-0.262
（0.253）

0.214
（0.238）

0.332
（0.428）

0.585**

（0.297）
是

0.0350
456

-0.195***

（0.065）
-0.086

（0.073）
-0.168

（0.250）
0.159

（0.233）
0.410

（0.433）
0.560*

（0.293）
是

0.0492
456

续表 3
变量

企业绩效

生产自动化 生产自动化
生产自动化

（不包括智能化）
生产智能化 动态效应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估计数值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有序 Logit 模型得到的结果只能从显著性和参数符号方面给出有限的信息，参数含义不够直

观，因此，本文进一步计算企业生产自动化的边际效应，得到结果如表 4 所示。具体地，保持其他控

制变量处于均值水平，计算 Auto=1 和 Auto=0 时企业绩效在各类取值上的概率，其中概率之差为

Auto的边际效应。该边际效应包含的经济学含义是：其他条件位于均值水平，仅企业生产自动化状

态产生变化时，企业绩效取值的概率变化。

表 4 企业生产自动化的边际效应

企业绩效
1
2
3
4
5
6

Auto=0
0.1825
0.1864
0.5384
0.0561
0.0219
0.0146

Auto=1
0.2503
0.2144
0.4719
0.0390
0.0147
0.0096

∆
0.0678
0.0280

-0.0665
-0.0171
-0.0072
-0.0050

表 4中的数值表示在不同的企业生产自动化状态下，企业绩效各个取值的概率。“∆”一列的值由对

应不同取值的概率减去 Auto=0的概率。相对而言，企业选择生产自动化时绩效取值为 1和 2的概率较

高，取值 3~6的概率比较低，进一步说明了企业生产自动化会降低企业绩效。至此，假设 H3得到验证。

本文猜测，随着自动化应用的愈加成熟，企业生产自动化带来的非效率问题可能会有所减弱。为

初步验证这一猜想，首先，对比不同阶段的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差异，并分析企业生产

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动态影响效应。具体地，首先分析不同阶段的生产自动化所带来的企业绩效变

化，得到表 3列（3）和列（4）结果。结果表明，对于仅引入自动化机器而非智能化机器的企业，生产自动

化会显著降低企业绩效，这一效应并不存在于引入智能制造机器的企业。也就是说，随着机器设备的

智能化程度提高，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会有所减弱。另外，分析企业生产自动化的

动态影响效应。考虑到最近一次生产自动化更能反映企业当前生产自动化的最新状态，且与当前绩

效之间的关联更为直接，本文根据访问时点和最近一次生产自动化的时间计算出最近一次生产自动

化的时长，通过控制最近一次生产自动化时长及其平方项得到表 3列（5）结果。结果显示，最近一次生

产自动化时长的系数显著为负，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存在拐点。判定企业生产自动化与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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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呈现 U 型或倒 U 型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确保本文研究对象的生产自动化时长分布在拐点两侧。

本文根据回归结果计算得到拐点位置在 1.434处，验证了列（5）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企业生产自动化的

动态效应，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可能是动态变化的。由于现有

数据尚不能支撑动态效应的进一步研究，本文不再对企业生产自动化的动态效应展开分析。

2.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法。考虑到企业是否生产自动化可能并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企业有选择

性的行为，会由此产生估计偏差，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展开稳健性检验。首先，以基准回归中

所有控制变量为条件将生产自动化的企业样本和未生产自动化的企业样本进行匹配，得到平衡性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结果表明，匹配后两组样本间基本无显著差异。

表 5 PSM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lnxo

State‑Owned
Parent‑C
Localization
High_educ

Ind
Country

处理组
4.8844
0.3208
0.6730
0.7481
0.2474
0.6667
10.019

控制组
4.9326
0.2390
0.6730
0.7647
0.2654
0.6541
10.642

%偏差
-2.9
17.7
0.0

-7.2
-4.9
-2.7

-11.2

T 统计量
-0.24
1.63

-0.00
-0.65
-0.45
0.24

-0.94

P 值
0.814
0.105
1.000
0.519
0.654
0.814
0.347

其次，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以及核匹配方法，将与生产自动化的企业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作为

反事实对照组，检验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得到结果如表 6列（1）~列（3）所示。由表

6可知，不同匹配方法下，企业生产自动化均会在不同显著水平下降低企业绩效，前述结论依然成立。

（2）其他遗漏变量影响。针对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通过增加控制变量和 Oster 检验

两种方式。

1）新增控制变量。基准回归部分可能存在未控制的变量，一方面企业是否出口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可能存在差异，会影响到企业是否选择生产自动化，而企业的收入可能决定了企业是否有能力选择生产

自动化，而且两者也可能会影响企业绩效。在式（8）的基础上控制企业出口情况与企业销售收入变化情

况，得到结果如表 6列（4）所示，结果表明，企业生产自动化依然会显著降低企业绩效，结论依然稳健。

表 6 稳健性检验 1：PSM 平衡性检验

检验方法

企业生产自动化

样本量

倾向得分匹配
（1）近邻匹配 1∶3

-0.329**

（0.149）
456

（2）半径匹配
-0.273***

（0.090）
456

（3）核匹配
-0.216*

（0.128）
456

新增控制变量
（4）新增控制变量

-0.469**

（0.199）
443

2）Oster检验。借鉴 Oster（2019）［43］的做法，采用“将遗漏变量影响考虑进来”的思路检验结论的

稳健性。该方法主要包括两种思路，即给定 β（δ）和考虑遗漏变量加入后 R2 的变化，将得到的 δ（β）值

与判断标准进行比较，属于标准范围则认为结论稳健，否则认为不稳健。将新的 R2 一般设置为基准

回归 R2 的 1.3倍或 1.6倍。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四种检验方案都表明基准回归结论是稳健的。

表 7 稳健性检验 2：Oster检验

检验方法
给定 β和 Rmax，

检验 δ的取值范围
给定 δ和 Rmax，

检验 β的取值范围

具体操作
β = 0，Rmax = 1.3R^2
β = 0，Rmax = 1.6R^2
δ = -1，Rmax = 1.3R^2
δ = -1，Rmax = 1.6R^2

判断标准

δ > 1
β * (Rmax，δ )

∈ [-0.3826，-0.0296 ]

实际计算结果

δ = 2.77116
δ = 1.51991

β * (Rmax，δ ) = -0.2177
β * (Rmax，δ ) = -0.2544

是否稳健

是

是

是

是

（3）工具变量法。企业绩效的高低可能会对企业是否生产自动化的决策产生影响，也就是基

准回归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另外，虽然本文尽可能地控制了可能会影响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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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效的变量，但难免会存在遗漏变量。为确保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本文将进一步寻找合适的

工具变量以检验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李琦等（2021）［44］在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时，选用地方一般公共财政科学技术

支出作为工具变量。囿于海外数据多停留在国家整体层面，相关数据无法聚焦到城市层面，本文

将“企业负责人在国内的户籍所在地的地方一般公共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作为工具变量的组成部

分。除此之外，与上一年的研发支出、企业中间产品是否进口共同构成企业生产自动化的工具变

量。首先，中间产品是否进口决定企业的生产线工作内容，可能会影响到企业是否生产自动化，具

有相关性，同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其次，“企业负责人在国内的户籍所在地的地方一般公共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可能会影响企业负责人的技术导向和决策偏好，但并不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

因此“企业负责人在国内的户籍所在地的地方一般公共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与投资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具有相关性，同时满足外生性的要求。此外，“上一年的研发支

出”可以反映企业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和重视程度，影响企业绩效需要进一步转化为自动化等技术

的应用，满足工具变量对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因此，选用“中间产品是否进口”“企业负责人在

国内的户籍所在地的地方一般公共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上一年的研发支出”作为投资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的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企业生产

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进行重新估计与检验，得到结果如表 8 列（1）和列（2）所示。

结果表明，企业生产自动化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第一阶段 F值为 12.80（大于 10），表明以上工具

变量与企业生产自动化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不可识别检验显示统计量值为 6.282（p值为 0.099），能
够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过度识别检验统计量Hansen J为 0.181（p值为 0.914），不能拒绝不存在过度

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统计量值为 12.801，接近 15%水平的临界值。考虑到其中一个工具变

量“上一年的研发支出”缺失值较多，可能会使估计结果出现偏误，本文将“上一年的研发支出”的缺失值

插补为同类型企业（同行业同地区、同行业同类型城市）上一年研发支出的均值，得到结果如表 8列（3）和
列（4）所示，各统计量均通过检验，由此可以说明企业生产自动化会降低企业绩效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 8 工具变量法分析结果

变量

企业生产自动化

企业负责人在国内的户籍所在地的

地方一般公共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企业上一年的研发支出

中间产品是否进口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Kleibergen‑PaaP rk LM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5% maximal IV size>
Hansen J statistic

样本量

IV 结果

IV-第一阶段

（生产自动化）

-0.025
（0.019）
-0.002***

（0.001）
0.128*

（0.075）

198

IV-第二阶段

（企业绩效）

-2.290***

（0.888）

12.80 
6.282

（0.099）
12.801

<12.83>
0.181

（0.914）
198

第二阶段

（企业绩效）

-1.181*

（0.714）

14.80
8.427

（0.038）
14.796

<12.83>
2.996

（0.224）
408

第二阶段

（企业绩效）

-1.200*

（0.710）

13.40
8.442

（0.038）
13.396

<12.83>
3.041

（0.219）
408

注：列（1）和列（2）列为工具变量的第一、二阶段结果，列（3）和列（4）列为填补“企业上一年的研发支出”的缺失值后工具变量

法得到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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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制分析与异质性研究

1.机制分析

（1）企业自动化、人力资本错配与企业绩效。技术的“本地化”特征使其被引入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后会面临与当地人力资本适宜与否的问题。理论上，人力资本与先进技术之间能够实现

有效的匹配，其“有效性”表现为适配时技术与人力资本组合的边际生产率最大（Acemoglu，
1996）［45］。相对应地，如果人力资本与技术之间存在错配，则会引发不良后果。如果技术水平过

低，会使得技术无法达到预期产生的收益；如果人力资本水平过高，会带来人力资本的浪费甚至贬

值（姜雨和沈志渔，2012）［9］，无论哪种错配形式，均无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本文通过用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人力资本错配进行回归的方式对以上路径机制进行检验，具体

采用企业招聘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员工离职情况来反映企业的人力资本

错配。其中企业招聘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包括“是否存在求职者缺乏岗位所需技能”和“是否存在求

职者期望薪酬无法被满足”两类情况，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员工离职情况包括“是否存在员工因

缺乏技能而被迫离职”和“是否存在员工因绩效太差而被迫离职”。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Panel A
讨论招聘过程中的人力资本错配现象，Panel B 讨论企业现有员工的人力资本错配。控制一系列变

量和固定效应的结果表明，企业生产自动化分别在 5% 和 10% 显著水平上增加企业面临求职者缺

乏技能和期望薪酬过高的现象，也就是企业生产自动化，市场可供给的劳动力满足不了企业的技

能需求，同时，企业面对所需人才缺乏支付能力，这两种现象共同决定了企业面临劳动力与自动化

机器在技能方面的不匹配。另外，企业生产自动化对“因缺乏技能或绩效太差而被迫离职”的现象

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更加严苛的规制约束，

一系列规制约束的存在使得企业不能及时根据生产自动化生产需求对现有员工的去留进行调整。

因此，本文认为，人力资本错配是企业生产自动化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机制，且主要影响的是

招聘过程中的人力资本错配。假设 H1得到验证。

表 9 人力资本错配的机制分析

Panel A

企业生产自动化

控制变量

行业/国家固定效应

伪 R2

样本量

Panel B

企业生产自动化

控制变量

行业/国家固定效应

伪 R2

样本量

招聘过程中的人力资本错配

求职者

缺乏技能

0.679***

（0.236）
不控制

否

0.0163
456

企业现有员工的人力资本错配

因缺乏技能而

被迫离职

-0.046
（0.209）
不控制

否

0.0001
456

求职者

缺乏技能

0.554**

（0.263）
控制

是

0.0867
456

因缺乏技能

而被迫离职

-0.093
（0.239）

控制

是

0.0224
456

求职者

期望薪酬过高

0.435**

（0.198）
不控制

否

0.0077
456

因绩效太差

而被迫离职

0.165
（0.198）
不控制

否

0.0011
456

求职者

期望薪酬过高

0.436*

（0.231）
控制

是

0.0861
456

因绩效太差

而被迫离职

-0.010
（0.230）

控制

是

0.0588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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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制约束的调节效应。企业生产自动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企业生产自动化之后的劳动力迭代问题同样会受到外部环境和制度的影响。面临的约束越多，企

业越不容易实现员工迭代以适应生产自动化需求，由此，可能会加剧企业的人力资本错配现象发

生。为验证规制约束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通过式（10）分析规制约束的调节效应。具体地，采用政

府管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市场规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以及企业在劳动雇佣和

新增投资方面是否具有绝对自主决策权来反映企业受到的规制约束。其中，自主决策与规制约束

是相对的概念，具有绝对自主决策权表明企业受到的约束力更弱。如表 10 所示，一方面，企业自主

决策权主要影响的是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人力资本错配中“缺乏技能”这一现象。企业生产自动化

对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因企业具有绝对自主决策权而减弱；另一方面，政府管制和市场规制主要

影响的是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人力资本错配中“期望薪酬过高”这一现象。政府管制和市场规制对

企业的妨碍程度会加剧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以上分析结果意味着企业受到

的规制约束是企业生产自动化影响人力资本错配的重要调节因素。假设 H2得到验证。

表 10 规制约束的调节效应

变量

Auto

Labor‑d

Auto×Invest‑d

Invest‑d

Auto×Invest‑d

GC

Auto×GC

LMR

Auto×LMR

控制变量

行业/国家固定效应

伪 R2

样本量

缺乏技能

劳动雇佣

的绝对自主决策权

1.200***

（0.454）
1.036***

（0.291）
-1.089**

（0.540）

控制

是

0.1106
456

新增投资的

绝对自主决策权

1.111***

（0.375）

0.304
（0.287）
-1.265**

（0.511）

控制

是

0.0983
456

期望薪酬过高

政府管制

的妨碍程度

-0.590
（0.457）

0.058
（0.103）

0.417**

（0.170）

控制

是

0.1056
456

市场规制

的妨碍程度

-0.431
（0.478）

0.044
（0.107）

0.391**

（0.199）
控制

是

0.0986
456

2.异质性研究

（1）国家层面。根据投资目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度质量以及企业在投资国是否面临来源

国劣势对样本进行划分，并进行分组回归。

1）经济发展阶段异质性。企业在非要素驱动的国家进行生产经营，选择进行生产自动化的可

能性更高。本文基于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关于 139个经济体发展阶段的划分，进一步将本文样本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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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2 个国家划分为要素驱动阶段和非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或创新驱动），并进行分组回归。如

表 11列（1）和列（2）所示，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显著负向影响仅发生在非要素驱动的国家。

2）制度质量异质性。企业在制度质量越高的国家受到的规制约束更强，会增加企业调整人力资本

的难度。为验证这一猜测，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制度质量低于中国和高于中国两类，并进行分组回归。如

表 11列（3）和列（4）所示，在制度质量比中国高的国家，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加显

著，这一结论进一步佐证了规制约束在企业生产自动化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3）来源国劣势异质性。企业在东道国存在来源国或外来者劣势时，将会受到更多的不平等待

遇。本文假设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受到同等的外来者劣势，对比

OCEES 数据库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里东道国当地企业、中国企业以及其他外资企业关于多种因素

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由此初步计算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来源国劣势。具体地，中

国企业在孟加拉、尼泊尔和柬埔寨没有显著的来源国劣势，在其他九个国家均存在来源国劣势。

根据是否面临来源国劣势将企业样本划分为两类进行分组回归。如表 11 列（5）和列（6）所示，来源

国劣势的存在将会加剧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

表 11 异质性分析结果——国家层面

变量

企业生产自动化

控制变量

行业/国家固定效应

伪 R2

样本量

经济发展阶段

非要素驱动

-0.632**

（0.299）
控制

是

0.0388
221

要素驱动

-0.322
（0.267）

控制

是

0.0346
235

制度质量

制度质量

低于中国

-0.292
（0.248）

控制

是

0.0328
262

制度质量

高于中国

-0.707**

（0.335）
控制

是

0.0459
194

来源国劣势

不存在劣势

-0.077
（0.441）

控制

是

0.0316
96

存在劣势

-0.477**

（0.221）
控制

是

0.0398
360

（2）企业层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企业有无中国母公司以及企业所在城市的城市规模对样

本进行划分，并进行分组回归。

1）企业所属行业异质性。生产自动化的可能性、应用环节以及覆盖面在不同行业间均存在差

异。本文按照企业所属行业进行分组回归，如表 12 列（1）和列（2）所示，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

效的显著负向影响仅发生在工业企业，对服务业企业并无显著影响。

2）企业有无中国母公司异质性。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海外子公司对企业

经营过程中诸多事宜的决策受限，类似于一种规制约束。本文按照企业是否存在中国母公司对样

本进行分组回归，如表 12 列（3）和列（4）所示，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显著负向影响仅存在

于有中国母公司的企业，再次证明了规制约束的存在是企业生产自动化降低企业绩效的催化剂。

3）企业所在城市规模。大型城市可能会有更加严格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且竞争更加激烈，企业

通过裁员等方式进行人力资本调整会面临更高的调整成本。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城市规模将样本

划分为大型城市和非大型城市两类并进行分组回归，如表 12 列（5）和列（6）所示，企业生产自动化

对企业绩效的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发生在大型城市。

表 12 异质性分析结果——企业层面

企业生产自动化
-0.161

（0.295）
-0.638**

（0.300）
0.018

（0.358）
-0.557**

（0.250）
-0.498

（0.380）
-0.450*

（0.230）

变量
行业

服务业 工业

母公司情况

无母公司 有母公司

所在城市规模

非大型城市 大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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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行业/国家固定效应

伪 R2

样本量

控制

是

0.0509
259

控制

是

0.0460
197

控制

是

0.1014
180

控制

是

0.0377
276

控制

是

0.0819
132

控制

是

0.0568
324

续表 12
变量

行业

服务业 工业

母公司情况

无母公司 有母公司

所在城市规模

非大型城市 大型城市

六、 拓展分析：如何减缓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

前文结论表明，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会降低企业绩效。进而，

一个自然的问题在于，如何缓解企业生产自动化产生的负向影响？尤其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

发使得“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产品生产和供给不确定性增加，特殊时期更需要最

大化降低企业生产自动化的负面效应。本文从内部员工能力提升、外部社会责任履行及企业品牌

建设三个方面探讨改善措施。

针对企业生产自动化降低企业绩效的问题，在式（8）基础上，分别加入职业道德培训情况、企

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工资按时发放情况及其与企业生产自动化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13 列

（1）~列（3）所示，企业对员工进行职业道德培训、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按时发放工资均可显

著弱化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

针对企业生产自动化会带来技能短缺导致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在式（9）的基础上，加入技能

培训频率及其与生产自动化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13 列（4）所示，随着技能培训频率的增加，企

业生产自动化对技能短缺导致的人力资本错配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表明了定期培训的必要性。

针对企业生产自动化会带来薪酬问题导致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在式（9）的基础上，加入企业

产品认可度及其与企业生产自动化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13 列（5）所示，随着企业产品认可度

的增加，企业生产自动化带来的薪酬方面导致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有所减弱，意味着企业可以通

过企业品牌建设以吸引高技能人才，从而缓解人力资本错配的局面。

表 13 进一步讨论——改进措施分析

Auto

Train

Auto×Train

Csr

Auto×Csr

Salary

-0.837***

（0.259）
-0.518*

（0.287）
0.932*

（0.495）

-1.627***

（0.444）

-0.855***

（0.287）
1.763***

（0.481）

-3.112**

（1.304）

-0.581
（0.957）

0.835***

（0.281）
2.234**

（1.039）

变量

企业绩效

职业

道德培训

企业社会

责任履行

工资

按时发放

缺乏技能

培训

频率

期望薪酬过高

产品

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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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alary

Train_fre

Auto×Train_fre

Product

Auto×Product

控制变量

行业/国家固定效应

伪 R2

样本量

控制

是

0.0461
381

控制

是

0.0508
452

2.972**

（1.194）

控制

是

0.0466
456

0.024*

（0.013）
-0.024*

（0.013）

控制

是

0.1049
443

-0.079
（0.075）
-0.225*

（0.133）
控制

是

0.1028
437

续表 13

变量

企业绩效

职业

道德培训

企业社会

责任履行

工资

按时发放

缺乏技能

培训

频率

期望薪酬过高

产品

认可度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1.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云南大学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OCEES）数据，选取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调查样

本，从人力资本错配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不

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这是因为受制于当地人力资本水平有限的现实问题，企业在生产自动化时

无法快速实现技能人才的迭代升级，导致企业面临人力资本错配的矛盾，从而降低企业绩效。而

当地政府、市场对企业生产的规制约束会加剧企业生产自动化带来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此外，

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多方面的异质性，在要素驱动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制度

质量比中国高的国家、中国企业面临劣势的国家、工业企业、有中国母公司的企业以及坐落在大型

城市的企业中，企业绩效受到企业生产自动化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尽管本文结论与现有研究关于中国企业在国内的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的结

论有所不同，但这些差异具有代表性和合理性，同时反映了不同投资环境下的实际情况。第一，在

中国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身份、获取不同程度的资

源与支持、面临不同程度的约束。在中国，本土企业通常可以获得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

和市场资源，而中国企业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被天然地贴上“外来者”的标签，面临着资源

获取的不确定性。出于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劳动力的考虑，投资目的国会对作为“外来者”的中国

企业施加额外的规制约束，例如劳工法规以及市场准入要求，这些额外规制都将降低企业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的灵敏度。第二，国内现有关于企业生产自动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和视角参考，但对比后发现部分分析条件放置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环境下可能不再成立。刘海建等（2023）［22］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

企业绩效，但同时也提到了外部的政府支持是数字技术赋能的支撑条件之一。对于投资于“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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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外来者”身份使其很难获得东道国政府支持，反而会承受更大的外界

约束，这将使得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选择生产自动化之后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中国企业数字转

型指数报告（2020）》也表明，仅有 11% 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具有优秀表现，因此，探究不同投资

情境下的中国企业转型过程中绩效表现不乐观的本质原因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三，本文以

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中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因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理、

经济等方面的多样性以及独特的战略属性，成为代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区域，通过对该

地区中资企业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在不同投资环境下生产自动

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2.启示与建议

中国企业全球化已经是一个必答题，不出海就可能要出局。在中美竞争加剧、全球经济复苏

乏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应对

复杂国际环境的重要方式。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劳动力成本、市场潜力等优势，成

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产业阵地，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投资。为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出海企业

逐步实现生产自动化。基于前述研究结论和分析，本文针对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

业，尤其投资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或规制约束较强地区的企业，提出如下建议：

（1）政府层面。首先，合理安排产业布局。采用雁行新梯队模式协调对外投资产业链中不同

环节的生产活动，形成符合各国要素禀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组合。考虑符合 Leontief 生产函数

的企业特征，在以南亚东南亚地区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可以根据投资目的国的资

源禀赋、劳动力成本和市场潜力等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和技术水平的企业合理分布，根据不同国家

自身生产要素情况选择适合的产业环节，最终形成互补的产业链条，最大化发挥各国比较优势，有

效避免人力资本错配现象发生。其次，深耕技术国际合作。近年来出海企业内高技术企业的占比

越来越高，亟需将技术进步与当地劳动力资源有效结合，最大化发挥技术效率。政府可以针对不

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技术适应性研究，为企业引进技术能够适应当地的市场需求和生产条件提

供参考。推动建立与当地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长期的合作机制，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最后，优

化投资风险管理。在目前各国投资手册的基础上提供更详细的操作指南和实用工具，特别是在不

稳定的投资环境中，提供最新的法律合规建议和风险防范措施；定期发布投资风险报告，分析当前

的风险趋势和潜在问题，为企业提供及时的风险预警；收录投资风险管理方面的最佳实践案例，为

企业提供借鉴和参考。

（2）企业层面。首先，科学化尽职调查以降低投资风险。建立标准化的市场考察流程，确保每

项考察活动有章可循；采用系统化的工具和方法实现深度考察，例如关注当地人力资本水平与企

业自动化的适配情况，确保技术应用与当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结合，从而优化投资决策，降低因人

力资本错配导致的绩效负面影响；建立反馈和调整机制，定期评估考察过程的有效性，根据实际情

况和评估结果，及时调整考察方法和策略，确保考察体系的持续优化。其次，采取自适应的企业策

略以减缓人力资本错配。优化招聘流程，提高求职者与企业空缺岗位的匹配率，精准定位并实现

高效招聘；前置技能培训，以缩短员工对企业生产自动化的适应期，以便员工在实际操作前获得必

要的知识和技能，有助于减少适应期的不确定性；为员工提供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鼓励员工参与

企业决策过程或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了解员工需求并制定相应策略，以弥补薪酬方面的不足。

最后，建立相机型组织授权机制以提升管理效率。设立定期审查机制，定期检查授权机制的有效

性和适应性；确保授权机制的动态调整与公司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并符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

律法规；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市场需求和公司战略及时调整授权范围和决策权限，在新市场进入初

期可以给予子公司更多的决策权限，而在稳定运营期则可能缩减决策权限，集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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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足与研究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数据来源方面，本文采用的云南大学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

查（OCEES）数据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现实证据，但由于是截面数据，在内生性处理方面和研究结

论普适性方面可能存在部分限制。其次，在动态效应分析方面，数据未涉及企业第一次引进自动

化设备的时间点，导致动态效应分析结果缺乏有力补充。另外，部分企业“走出去”较晚，引入自

动化时间较短，使得生产自动化的动态效应估计可能有所偏差，因此后文对长期影响效应的论述

稍显不足。最后，在国家层面异质性变量的考量方面，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是动态变化的，尤其从

长期来看可能存在国家间特征差异，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关注朱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如

何影响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针对以上不足，课题组计划未来三年内对

OCEES 数据库的企业样本展开追踪调查或新增其他国家的中国企业调查，届时采用两期面板或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补充验证，一方面进一步纠正内生性引起的估计偏差；另一方面可深入分析投

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对企业绩效的长期影响效应，增强该主题研究

的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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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utomation, Human Capital Mismatch, and Firm 
Performance

CHEN Ying，CAI Hua‑long，WU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504，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was proposed， thescale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imultaneously， the doubts about the BRI have never disappeared， 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 firm 
performance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of foreig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of China. Since local human capital levels are limited 
and large‑scale hiring of foreign employees is ineffective， th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BRI countries choose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autom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However， restricted by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foreigners” rol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impact of production autom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remains uncertain in BRI countries. Consequently， it is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utom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of these enterprises.

This study uses Chinese enterprises in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as sampl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automation on their perform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production autom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firm 
performance. Human capital mismatc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explain why enterprise production automation reduces firm 
performance， because the local human capital level cannot match the demand for high‑skilled labors caused by automation. 
Additionally， government and market regulations in host countries aggravate the mismatch caused by automation. In order 
to discover more details of the effect， this study conducts heterogeneity tests， inclu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institutional quality， source country disadvantage， industry type， overseas subsidiary with parent companies， and city size 
of host country， at country and firm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oduction 
automation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inly exists in countries with higher institutional completeness， or in factor‑driven 
countries. Second， the negative impact is also significant in enterprises with disadvantages of origin count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verseas subsidiary with parent companies， or located in large cities of host countr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oduction autom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employee training， 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improvement of welfare 
benefits could be useful for th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BRI countri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helpful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which invest in BRI countries and effectively avoid the performance impact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levels.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it is more reasonably to arrange industrial layouts， deep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echnology， and optimize investment risk management.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it is important to conduct 
due diligence scientifically to reduce investment risks， adopt self-adaptive enterprise strategies to diminish human capital 
mismatch， and establish contingency-based organizational authorization mechanisms to enhance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BRI countries， which is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se enterprises. The contributions include： First， 
by incorporating the mismatch effect between production autom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utom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Second， by taking 
the regulatory constraints fac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BRI countries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plausible explanations for how production automation may reduce firm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investment 
environments. Thir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interests of all stakeholders， this study explores feasible solutions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oduction autom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Key Words：production automation；firm performance；human capital mismatch；regulatory constraints；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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